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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秦汉时期，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经历了一个

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复仇现象始终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所见文献

记载的复仇事件也大大少于秦汉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礼制的变化及礼对法的影响密切

相关。礼法结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讲究法“理”，重视生命，法贵得中，宽法倡德，越来越

充满了“礼”的精神。在这种结合中，礼对法产生的影响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一面。在礼的

影响下，冷峻严酷的法具有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刚硬的律条注入情和理的灵魂，杀罚止恶的同

时又兼道德提倡，从而提高了服务国家政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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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唯其

如此，才吸引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以往的研

究，往往集中在先秦至秦汉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研究较少；从法律角度研究者多②，从礼对法的

影响角度关注者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复仇与

秦汉时期有何不同？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

在这些不同中，“礼”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

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秦汉时期复仇法令的逐步建立

秦汉时期，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有一个从

无到有的过程。从文献记载看，秦朝看不到有关

禁止复仇的法令。秦统一前，利用奖励军功和严

刑厉法使国内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1］（P2231）。

“私斗”当然包括私下复仇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

禁止私斗不是禁止复仇的专门法令。秦统一以

① 代表性成果有彭卫：《论汉代的血族复仇》，《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刘厚琴：《论儒学与
两汉复仇之风》，《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臧知非：《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1996年第 2期；陈恩林：《论〈公羊传〉复仇思想的特点及经今、古文复仇说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 2
期；张涛：《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② 代表性成果有刘黎明：《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杨士泰：《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复仇问题研究》，《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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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法律的重点放在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上，重

点惩罚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妖言诽谤、叛乱、

以古非今、挟书、妄言、非所宜言等行为。［2］（P99-100）刘

邦的父亲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

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3］（P3）。项梁“尝

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

每有大徭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

子弟，以知其能”［3］（P1796）。栾布为主人报仇，被举

为都尉。［3］（P1980）杀了人逃避的不是法律而是仇家，

可见仇家复仇对杀人者是最大的威胁，复仇杀人

没有法律约束。杀人者一走了之，跑到另一个地

方，或有官府庇护，或发展个人势力自保，亦见秦

末杀人偿命之法形同虚设。

对于复仇现象，西汉基本没有专门的法律约

束。汉宣帝元康四年诏书说：“朕念夫耆老之人，

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

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

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3］（P3673）成

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

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3］（P3673）这些法令不

过是刘邦入关时“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

三章的延续，当然包括仇杀，但并非是禁止复仇

的专门法令。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

子六人，逃入长安。［3］（P2214）元朔中，睢阳人犴反，人

辱其父，而与睢阳太守客俱出同车。犴反杀其仇

车上，亡去。［3］（P2214）朱博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

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3］（P3407）这

几个报仇杀人者，或逃亡后安然无恙，或怂恿鼓

励报仇杀人，可见当时没有禁止报仇的法令。

当然，也有因报仇杀人而被治罪的例子，但

分析起来，其所犯之罪并非报仇杀人。例如淮南

王刘长刺杀辟阳侯审食其一案。刘长的生母是

赵王张敖的美人，刘邦过赵国的时候，张敖献美

人给刘邦，结果怀上刘长。后来赵相贯高谋反之

事被告发，刘长的母亲受到牵连，而辟阳侯审食

其有能力却不肯尽力相救，结果刘长的母亲自

杀。为此，刘长对审食其怀有刻骨仇恨。孝文帝

时，刘长依仗自己是皇帝至亲，将审食其刺杀，然

后到文帝处请罪。值得玩味的是其解释为什么

杀审食其之词：

臣母不当坐赵时事，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

不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

阳侯不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

阳侯不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

伏阙下请罪。［3］（P2136）

为天下诛贼、为母亲报仇这两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说明，为母报仇并非犯罪，当时并无禁止血亲报

仇之法。刘长所犯之罪，应当是擅自杀害朝廷官

员之罪。这个推断可以用薛宣之案作为旁证。

宰相薛宣的继母去世，薛宣不服三年之丧，

并因此事与坚持服三年之丧的弟弟不和。博士

给事中申咸弹劾薛宣，不宜复列封侯。薛宣的儿

子薛况便雇用刺客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在

给薛况定罪的时候有两种意见。御史中丞认为：

薛况知道申咸为给事中，又恐怕他任司隶校尉而

举奏薛宣，公然令杨明等在宫阙要地拦截朝廷大

臣，绝非一般的凡民愤怒争斗。薛况为本案首

恶，杨明亲手加害，都应当弃市。而廷尉认为：

《春秋》之义，原心定罪。薛况本意是因为见到父

亲被别人诽谤而生愤怒，并没有其他大恶。如果

判死罪，有违明诏，恐非法意。通过这两种意见

可知，伤害朝廷大臣要判重罪，而薛况减罪一等，

说明为父亲报仇而伤人杀人所受责罚要轻得

多。［3］（P3394-3396）

由于国家对社会上的复仇现象没有有效的

法律约束，所以，解决仇杀往往靠民间的、个人的

力量。《汉书·游侠·郭解传》载：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

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谓

仇家：“吾闻洛阳诸公在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

解，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乃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乃

听。”

乡邑中贤豪十数次都没有调停的仇恨，最终还是

通过民间侠客的影响化解。当然，化解调停只是

少数解决仇恨的办法，大多数还要靠报仇杀戮。

所以，西汉时期的复仇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

公害。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指出，民有“七亡”和

“七死”，“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

生”，而“怨仇相残”便是“七死”之一。［3］（P3089）

复仇无法律约束状态到西汉末期才有所改

观。汉哀帝时，谷口县令原涉季父被茂陵秦氏所

杀，原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

豪杰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3］（P3715）原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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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后逃亡，逢朝廷赦令才敢出来，可见逃避的不

是仇家，而是朝廷的法律。光武帝时，桓谭上书

说：“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

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

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

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

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

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

矣。”［4］（P958）从“宜申明旧令”之语，可见西汉末年已

有禁止民间复仇的法令。东汉时期，许多复仇杀

人者不再逍遥法外。郅恽为友人报杀父之仇，杀

死仇人之后，到县衙投案自首。［4］（P1027）堂邑县民防

广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被关进监狱。［4］（P1407）缑玉

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被县吏抓捕到县衙。［4］（P1751）

贾淑为舅宋瑗报仇于县中，为吏所捕，系狱当

死。［4］（P2230）这些报仇杀人者要负法律责任，可见当

时已有禁止复仇的法令。然而章帝继明帝之后

又实行《轻侮法》，即父亲受人侮辱，其子若杀侮

辱者报仇，可以得到宽宥。到后来，为父报仇而

得到宽宥的理由多至四五百种，使仇杀之事“弥

复增甚”［4］（P1503），复仇现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二、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

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复仇的法令屡屡见诸

文献记载。建安十年，曹操下令“民不得复私仇，

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P27）。魏文帝黄初四年下

诏：“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

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5］（P82）魏明帝

时又对此法作进一步补充：“贼斗杀人，以劾而

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

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6］（P925）《晋律》规定：

“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7］（P1550）梁武帝太清元

年诏:“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

裁问。”［8］（P92）北魏拓跋焘太延元年十二月下诏：

“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

报者，诛及宗族。”［9］（P86）北周规定：“禁天下报仇，

犯者以杀人论”［10］（P68），“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

之，不坐”［11］（P708）。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复仇法令会被

反复提出、明确记载于史籍呢？按照常理推测，

法律是现实的反映，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

上复仇相残的风气太盛，所以有必要制定法律，

以法律的强制力加以遏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魏晋南北朝时期复仇现象比两汉时期大大减

弱。彭卫先生曾经做过统计，汉代见于史籍记载

的整个中国复仇事件为 59例。［12］应当指出，实际

数字要大大高于此。这些汉代典籍记载所反映

的复仇现象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当代史学家

吕思勉曾这样概括秦汉时期的复仇现象：“复仇

之风，秦、汉时尚极盛。”［13］（P638）魏晋南北朝时期，

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却大大少于秦汉时

期。兹将这些事件胪列如下：

西晋2例。索 为兄报仇，手杀37人，“时人

壮之”［6］（P1650）。张兑为父报仇，被捕入狱，县令乔

智明怜其有妻无子，停其狱，会赦得免。［6］（P2337）

十六国1例。前赵刘聪西扬州刺史王广被蛮

人梅芳所杀，王广女美姿容，被梅芳强娶，于暗室

中刺杀梅芳，未遂。［14］（P2025）

东晋 5例。沈充为部将吴儒所杀，其子沈劲

为父报仇，族灭吴氏。［6］（P2567）宗室司马无忌，其父

司马承在王敦之乱中被荆州刺史王廙所杀。成

帝咸和年间，江州刺史褚裒赴任之际，司马无忌

及丹杨尹桓景等饯送于版桥。时王廙子丹杨丞

王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仇，拔刀将手刃之，裒、

景命左右救捍获免。［6］（P1106）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

之乱中被泾江县令江播所害，后江播死，桓温乘其

丧事之机，诡称吊唁宾客，尽杀江播之子。［6］（P2568）吴

兴乌程人王谈，父为邻人窦度所杀。王谈阴有复

仇志，十八岁时，手持锋利的农具，假装农夫。窦

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王谈潜伏草中，窦度刚

走过来，王谈于桥上用农具将窦度杀死。［6］（P2273）东

晋末，沈林子之父沈穆夫参与了孙恩起义，被宗

人沈预告发而被处死，沈林子与兄沈田子还东报

仇。五月夏节日至，沈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沈

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杀沈预，男女无长幼悉屠

之，以沈预首祭父、祖墓。［7］（P2453）

南朝宋 4例。颍阴人荀琼，15岁时为父亲复

仇，在成都将仇人杀死。［8］（P649）明帝泰始二年，长城

人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钱仲期子钱延庆属役在

都，闻父死，驰还，于庚浦埭逢奚庆思，手刃杀

之。［7］（P2257）南阳叶人宗越，父为蛮人所杀，杀其父

者尝出郡，宗越于市中刺杀之。［7］（P2109）清河人傅灵

越的哥哥傅灵庆被从叔傅乾爱所害，傅灵越毒杀

傅乾爱，为兄报仇。［9］（P1555-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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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3例。吴兴人闻人敻，年十七，结客报

父仇，为齐高帝所赏，位至长水校尉。［15］（P1819）广汉

郪人李庆绪，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

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

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15］（P1845）朱

谦之母墓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朱谦之手刃朱

幼方，诣狱自系，武帝嘉其义，虑相复报，乃遣谦

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朱恽于津阳门伺杀

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刺杀恽。［16］（P962-963）

南朝梁 7例。侯景乱梁，立萧纲为帝。梁宗

室萧谘与王克、殷不害日夜陪伴萧纲。后南康王

萧会理密谋除掉侯景失败，王克、殷不害惧祸疏

远萧纲，萧谘不忍离开，朝觐无绝。侯景恶之，令

其仇人刁戌刺杀咨于广莫门外。［15］（P1298）广平张景

仁，其父梁天监初为同县韦法所杀，张景仁时年

八岁。及长，志在复仇。普通七年，遇韦法于公

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15］（P1843）杜叔毗，萧梁时

兄、侄被曹策等人陷害。后曹策等人降周，杜叔

毗白日手刃曹策于长安。［10］（P829）淳于诞，其父淳于

兴宗，萧赜时任南安太守。淳于诞年十二，随父

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虽童稚，而哀感

奋发，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9］（P1592）来护

儿，侯景之乱时，伯父为乡人陶武子所害，来护儿

乘其有婚礼，结客数人，直入其家，引陶武子斩

之，乃以其头祭伯父墓。［17］（P2590）范阳人成景俊，其

父成安乐任北魏淮阳太守。梁天监六年，北魏常

邕和杀成安乐，以城投降萧梁。成景俊谋复仇，

因杀魏宿预城主，也投入南朝梁。普通六年，常

邕和为鄱阳内史，成景俊购人刺杀之。不久，又

收买常邕和家人鸩杀其子弟。［15］（P1844）巴西充国人

侯瑱，其父侯弘远，世为西蜀酋豪。蜀人张文萼

据白崖山，有众万人，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

侯弘远征讨之。侯弘远战死，侯瑱固请复仇，每

战必先锋陷阵，遂斩张文萼。［18］（P153）

北魏4例。乐安人孙益德，其母为人所害，益

德童幼为母复仇。［9］（P1883）河东闻喜人吴悉达，父母

为人所杀，弟兄三人，年并幼小，四时号慕，悲感

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9］（P1885）李德广之父李

彦在秦州刺史任上被叛民所杀，李德广随军西

征，战捷，乃手刃仇人。［17］（P3323）平原鄃县人孙男玉，

丈夫为灵县民所杀。孙男玉兄弟追执仇人，孙男

玉亲手以杖殴杀之。［9］（P1980）

北齐 1例。崔达拏，娶高洋侄女乐安公主为

妻，妻子在高洋处讲婆婆坏话，致使崔达拏母亲

被杀，北齐灭，崔达拏杀乐安公主以复仇。［19］（P406）

北周2例。后梁柳雄亮之父柳桧在太守任上

被反叛者黄众宝所杀。后黄众宝率众归顺北周，北

周朝廷待以优礼。数年后，柳雄亮手刃黄众宝于北

周京城。［10］（P827-829）孝女王舜，其父被从兄王长忻所

杀，姊妹各持刀，手杀长忻夫妇，以告父墓。［17］（P3009）

无法确定朝代 3例。项县民姚牛年十余，其

父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物市刀戟，图欲报仇，

后在县署前手刃仇人。［14］（P2207）卫义姬丈夫有先人

之仇。仇家来报，丈夫避之。仇家得卫义姬，问

其丈夫所在，乃积薪燎之，卫义姬遂不言而被烧

死。［14］（P2207）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

夫有仇，仇家欲报夫而无道，闻其妻孝义，乃劫其

妻父……父呼其女而告之计。节女念不听则杀

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

行于代。欲以身当之，且曰：“诺。夜在楼上新沐

头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而夜半仇家果至，

断头持去，明视之，乃其妻之头也。［14］（P2207）

上述事件总共有32例，显然比两汉时期少了

许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应当视为历朝历代不断

明令禁止复仇的显著效果。除此，笔者认为，礼制

的变化及礼对法的融合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两汉时期的礼制，是“推士礼以及天子”，即

以冠、婚、丧、祭、乡、相见六礼为基础，进而扩大

到天子祭祀、治军等国家层面。六礼与国家大礼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大礼虽然是由“士礼”推

及的，但具有不可侵犯的法律效力。如对皇帝不

敬，诸侯对祭祀皇家宗庙的贡金不合标准等，都

要判以重罪。然而六礼部分却与国家大礼若即

若离。此时的礼法关系又是“援礼入法”的初级

结合，在面临民间复仇相残这类事物时，礼与法

的冲突则表现得十分尖锐，冲突的结果往往是礼

处于支配地位。“杀人者死”是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只是原则，具体到谁杀了人，杀了什么人，为什

么杀，则有千差万别，法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无能

为力而屈从于礼。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经

过了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礼

与法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最终形成有机的整体。

礼有法的效力，法有礼的精神，在面临复仇残杀

的社会现象时，礼与法变得可以协调。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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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禁止仇杀法令的颁布，不仅没有表现为与礼

的尖锐冲突，而且还与之互为补充。

三、“礼”对禁复仇之法的影响

不应否认，建安年间曹操严令禁止复仇，针

对的是东汉末年民间复仇之风。值得注意的是，

自从曹操发出禁止复仇令以后，在整个魏晋南北

朝时期，随着各个时期一系列同类禁令的颁布，

复仇现象得到一定的遏制，不能不说是禁令的成

效。禁止复仇令为什么会取得效果？笔者认为，

这与礼法结合以及礼对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越来越充满了“礼”的精神，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讲究法“理”。北魏高闾曾说：“但使今之

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胜残去杀，可不远

而致。”［9］（P1204）南朝齐孔稚珪也说：“匠闻万物者以

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古之圣

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

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16］（P836）理、明、行、

久关键在“理”。所谓理，即通过细查案情，使其

处理得合情合理。“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

事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

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

重皆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

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

归。”［10］（P388-389）合理之法才能公开、可行、长久。魏

晋南北朝禁复仇法中的理，体现在执法过程中。

成帝咸和年间，关于司马无忌刺杀王耆一事

的判定颇为典型。事后，廷尉欲判司马无忌专杀

之罪。成帝下诏说：“王敦作乱，闵王遇祸，寻事

原情，今王何责。然公私宪制，亦已有断，王当以

体国为大，岂可寻绎由来，以乱朝宪。主者其申

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6］（P1106-1107）成帝既承

认司马无忌复仇的合理性，也不否认其行为的非

法性，以听其赎论，以后“有犯必诛”的处理方式

做到礼法兼合。有一类复仇是朝廷认为合理的，

不受禁复仇法约束，即复仇的对象既是私人的也

是朝廷的仇人。如侯瑱［18］（P153）、淳于诞［9］（P1592）的杀

父仇人不是“群盗”就是“叛贼”，所以他们的复仇

之举是受朝廷鼓励的。

2．重视生命。北魏文成帝时，西平王源贺

上书说：“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

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

矜恤。”［9］（P920）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说：“法为治

要，民命尤重。”［9］（P180）任城王元澄说：“轻绝民命，

伤理败法。”［9］（P476）北周苏绰说：“夫人者，天地之贵

物，一死不可复生。”［9］（P389）魏明帝禁止复仇，是为

了以此止杀。晋律规定杀人父母者得到赦令徙

之两千里外，也有避免进一步仇杀之意。禁止民

间私相仇杀也是对生命重视的表现。问题是魏

晋南北朝一系列禁止复仇的法令，是否能遏止私

相仇杀？这个问题应当从秦汉与魏晋的比较中

寻求答案。从数量上看，汉代的复仇 59例，魏晋

南北朝32例。从复仇种类看，两汉时期的复仇包

括为父报仇、为母报仇、为兄弟报仇、为子报仇、

为季父报仇、为舅报仇、为主人报仇、为朋友报

仇、为老师报仇等，报仇的种类繁多，报仇的范围

从直系亲属扩大到旁系亲属，从血缘关系扩大到

非血缘关系。据笔者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

所见的 32例复仇中，为父报仇 20例、为母报仇 2

例、为父母报仇1例、为伯父报仇1例，为兄报仇3

例、为丈夫报仇1例，另外还有4例为何人报仇记

载不明。显然，绝大多数是为父母报仇，报仇范

围基本上局限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这

说明除了为父母兄弟复仇外，其他复仇都被有力

地遏制，复仇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南朝萧梁时，

傅岐在始新县令任上曾处理过一件杀人案：

县民有因斗相驱而死者，死家诉郡，郡录其

仇人，考掠备至，终不引咎，郡乃移狱于县，岐即

命脱械，以和言问之，便即首服。法当偿死，会冬

节至，岐乃放其还家，使过节一日复狱。曹掾固

争曰：“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负

信，县令当坐，主者勿忧。”竟如期而反。太守深

相叹异，遽以状闻。［8］（P602）

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对于民

间斗殴发生的命案，官府不是不闻不问，而是出

面处理。第二，审理杀人案件非常严厉，对杀人

者“考掠备至”。傅岐“以和言问之”只是特例。

第三，对杀人者处理也非常严厉，“法当偿死”，即

通常是处以死刑。傅岐放杀人者回家过节，但要

求他“一日复狱”，可见没有减轻他的罪过。下属

固争劝阻，也说明傅岐之举不是通常做法。官府

这样积极处理民间殴杀案件，死者的子女自然不

会有复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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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贵得中。曹魏末期，司隶校尉何曾的

主簿程咸说“法贵得中，刑慎过制”［6］（P926）；南朝齐

崔祖思说“罚不在重，所困于不当”［16］（P520）；北魏韩

显宗说“有罪必罚，罚必当辜”［9］（P1340）；郭祚上书说

“法贵止奸，不在过酷”［9］（P1423）；北周苏绰说“有疑

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与

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

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10］（P389），这些

都是“法贵得中”的意思。刘宋元嘉年间，会稽剡

县人黄初的妻子赵氏醉酒将儿媳王氏打死，后来

遇到大赦，虽然免于死罪，但按照法律，还要流放

到远处，以防止孙子黄称为母亲报仇。临川王刘

义庆认为：

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盖以莫大之冤，理

不可夺。至于骨肉相残，当求之法外。礼有过失

之宥，律无仇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

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

之深仇，宜共天同域，无亏孝道。［15］（P359）

刘义庆主张赵氏不应流放，其理由是赵氏酒后昏

愦失手打死儿媳，不同于一般杀人，祖孙之间必

定是骨肉，所以孙子也不会对祖母有“行路之深

仇”。司徒左长史傅隆的分析更为透彻，他说：

礼律之兴，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

非从地出。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

之于赵。虽言三世，为体犹一。称虽创巨痛深，

固无仇祖之义。……旧令言杀人父母，徙之二千

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朞功千里外

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

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也。赵既流移，载为

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

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沉痛没

齿，孙祖之义，自不得以永绝，事理然也。［15］（P444）

傅隆所说的“载”，即赵氏的儿子黄载，“称”即赵

氏的孙子黄称。傅隆也是从骨肉血缘和礼律的

角度出发，认为赵氏之打杀儿媳不同于民间非血

缘关系的残杀，不能用复仇法处理此案。从上述

两个案件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复仇行为进行制止

或者宽容，都是依据具体案件的具体事理而行，

而不是滥用禁复仇法。

4．宽法倡德。法和礼具有不同的社会功

能。一般来说，法用来惩治犯罪，礼用来提倡道

德。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处理复仇案件上，

法表现得却十分宽容。据史籍所载，复仇者几乎

都得到宽容。仔细分析，宽容又可以分为两类：

合法的宽容和非法的宽容。合法的宽容如侯瑱、

淳于诞、李德广等人的复仇，前已论述，不再赘

述。值得注意的是非法的宽容。私自复仇违反

法律，违法而又不受法律惩处，与其说是放纵，毋

宁说是一种道德提倡。其提倡的道德有以下几

个内容。

一个是“忠”。东晋桓温的父亲桓彝被江播

所害，桓温时年15岁，“枕戈泣血，志在复仇”。18

岁时，江播去世，江播的儿子江彪兄弟三人居丧

期间，桓温诡称吊唁宾客，进入江府，杀死江彪兄

弟。桓温并未受到复仇法制裁，反而受到时人称

赞。［6］（P2568）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桓温是忠臣的后

代。史载苏峻之乱起，桓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

之难。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

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夫见无礼于其君者，若

鹰鹯之逐鸟雀。今社稷危逼，义无晏安。”当桓彝

驻扎在泾县时，州郡多投降苏峻，只有桓彝表示：

“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

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6］（P1940）最后城陷，而泾

县令江播是参与杀害桓彝的人。忠臣之后为复

仇杀死叛臣之后，受到舆论与法律的肯定，就是

对“忠”的提倡。沈劲的复仇也是另外一个很好

的说明。沈劲的父亲沈充，是王敦之乱的骨干人

物，王敦兵败后，沈充逃回老家吴兴，误入其故将

吴儒家。吴儒诱惑沈充进入室内重壁中，因笑谓

沈充曰：“三千户侯也。”沈充曰：“封侯不足贪

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

我，汝族灭矣。”吴儒遂杀之。沈充子沈劲竟灭吴

氏。［6］（P2567）沈劲疯狂的复仇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原

因比较复杂，一个原因是沈氏在吴兴是强宗大

族，沈劲作为叛臣的后人，本应受到株连，但被乡

人藏匿起来得以免祸，足见其势力的强大。另一

个原因是沈劲本人对叛乱的态度，“哀父死于非

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认为父亲参与王敦之乱

是不义之举，是家族的耻辱，欲为朝廷立功以雪

耻。再有一个原因，是吴儒作为沈充的部曲将先

参与叛乱，见大势已去又卖主求荣，被认为是不

忠不义之举。可见法律对沈劲复仇的宽容很大

程度上也是在提倡“忠”。

再一个是“孝”。魏晋南北朝复仇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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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是为父母复仇，而且都没有受禁复仇法

的制裁，宽容他们的理由就是“孝”。项县民姚牛

手刃杀父仇人之后被县吏抓捕，“官长深矜孝节，

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14］（P2207）。王谈杀死仇人后“既

而归罪有司，大守孔严义其孝勇，列上宥之”［6］（P2291）。

南朝梁张景仁手斩杀父仇人，以其头颅祭奠于父

亲之墓，州刺史“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调，

以旌孝行”［15］（P1943）。北魏孙益德杀死害母仇人，

“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

而孝决，又不逃罪，特免之”［9］（P1883）。北周柳桧的

儿子柳雄亮杀死仇人后，大冢宰宇文护闻而大

怒，将柳雄亮兄弟及其叔叔柳庆抓起来，并责备

柳庆说：“国家宪纲，皆君等所为。虽有私怨，宁

得擅杀人也。”柳庆回答：“庆闻父母之仇不同天，

昆弟之仇不同国。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责于此

乎。”柳庆叔侄最终得到朝廷宽恕。［10］（P829）这说明

朝廷为了提倡孝道，以孝治国，最终选择了放宽

复仇之法。朝廷宽法倡孝的意图在孔稚珪等人

给豫章王的信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南朝齐人

朱谦之母亲的墓被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朱谦之

杀死朱幼方，诣狱自系。别驾孔稚珪、兼记室刘

琎、司徒左西掾张融笺与刺史豫章王曰：“礼开报

仇之典，以申孝义之情；法断相杀之条，以表权时

之制。谦之挥刃斩冤，既申私礼；系颈就死，又明

公法。今仍杀之，则成当世罪人；宥而活之，即为

盛朝孝子。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

风德。张绪陆澄，是其乡旧，应具来由。融等与

谦之并不相识，区区短见，深有恨然。”［16］（P962-963）时

人不仅宽法倡孝，有的甚至帮助复仇者进一步完

成孝行。西晋殄寇将军乔智明的部下张兑杀死

仇人之后入狱，家中只有妻子和老母，没有儿

子。无后即不孝，即使为父报仇是孝举，但没有

后嗣也不是完美的孝子。为了使张兑后继有人，

乔智明让张兑的妻子入狱与丈夫同居，使其在狱

中产一男。［6］（P2337）

第三个是“义”。“义”的含义非常宽泛，具体

到复仇问题上，“义”包括这样几个内容：一是

“孝”本身具有“义”的含义。《宋书》、《南史》、《南

齐书》、《周书》等史籍有《孝义传》，孝义连称，说

明二者有共同之处。二是复仇者不藐视法律，复

仇后主动服法。几乎所有为父母复仇者杀人之

后，或“自缚以归罪”，或等在家里或现场等待官

府来人抓捕。在复仇者看来，复仇合礼，投案合

法，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合礼而置法律于

虚无。《魏书》卷九十二《平原女子孙氏传》载：

平原鄃县女子孙氏男玉者，夫为灵县民所

杀。追执仇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

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复雪，云何

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

祖诏曰：“男玉重节轻身，以义犯法，缘情定罪，理

在可原，其特恕之。”

孙男玉与弟弟一起抓住仇人，不让弟弟去杀，而

是亲手“以杖殴杀之”，从而担负起复仇杀人的主

要责任，被判处死刑。这种行为被视为义举，所

以魏献文帝才说男玉“以义犯法”。

总之，抽象地考察复仇现象，会发现礼与法

的矛盾：法禁杀人而礼又提倡仇杀；一般地考察

复仇现象，会看到复仇现象延绵不绝，从而得出

礼大于法、礼胜于法的结论。然而，当我们历史

地、具体地考察复仇现象时，从秦汉到魏晋南北

朝，复仇现象无论从范围还是数量，都呈现缩小

和减少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朝廷多次发布的

禁复仇法令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而这一切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有机结合的大背景有

密切关系。在这种结合中，礼对法产生的影响有

其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一面。在礼的影响下，冷峻

严酷的法具有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刚硬的律条注

入情和理的灵魂，杀罚止恶的同时又兼道德提

倡，从而提高了服务国家政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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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act of Rites on Law from the Revenge Phenomena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LIANG Man-c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Revenge is often a recurring phenomenon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decree about pro⁃

hibition of revenge has a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in Qin and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document

recorded, there is no decree about prohibition of revenge in Qin Dynasty, and at the end of Qin Dy⁃

nasty the law of kill and pay with one’s life exists in name only. Although this condition has

changed until the waning day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mperor Zhang after Emperor Ming

again implements the Qing Wu Law, so revenge phenomena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curbed. Re⁃

venge is prohibited by official order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o in the docu⁃

ment recorded the revenge events are much fewer than thos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situa⁃

tion has emerged, an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eason is the change of ritual and the impact of rites

on law. Combining rites with law makes the law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 particular about“reason”, paying attention to life, moderating law, advocating

moral and not advocating law, which are all filled with the spirit of“rites”. In that combination, the

impact of rites on law has a positive side which is also inconveni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ites,

dourness and severe law have humanity of respecting life, and the soul of emotion and reason has

been put into rigid decree. So the law not only could punish and stop the evil, but also have the

function of morality advocating, and the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ervice for national politics.

Key words: revenge；combining rites with law；morality；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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